
2018 年，135.7 万字的 《中国地
区比较新闻史》出版，甫一问世就收
获了“极具开创意义的学术工程”“中
国新闻史研究的重大收获”等非常有
重量的评价。 “新闻史研究”“开创”是
这部书的关键词———不同于以往通
史类的写法，它第一次将比较研究的
方法运用于新闻史研究，被业内誉为
中国新闻史写作思路上的重大创新。

提出这个新的研究思路的是新闻史
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宁树藩。时
针拨回 26 年前———1991 年底 1992

年初，宁树藩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
比较研究的课题，当时他已经 72岁，

在新闻史研究领域浸淫近 40年。 面
对这样一个崭新而又巨大的工程，宁
树藩一头扎了进去，一做就是二十多
年，直至去世。

这是宁树藩 60年治新闻史的一
个片段。 在宁树藩的治学生涯中，这
样求新求是的片段俯拾皆是。他治学
虽不从新闻史始，却似一个勤恳的挖
井人，从进入新闻史领域开始就辛苦
求索，为新闻学科的发展探寻新的研
究路径，提供新的思路。

老骥伏枥 ，古
稀之年开拓新闻史
新写法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是宁树
藩生前主持的最后一个项目，这套书
涵盖了全国所有省份自 1822 年至
2000 年近 180 年间新闻事业发生发
展的全过程，其中有不少内容是第一
次涉及，填补了中国新闻史以往的不
足。这一新闻史写作思路进入宁树藩
脑海的时间要追溯至更早———大约
是上世纪 80年代，宁树藩参与撰述、

编辑《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

既是全书的副主编，又是第二卷的主
编。在编纂过程中，他常提出，中国新
闻史上各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不平
衡严重存在，这是经济不平衡、政治
不平衡在新闻事业方面的反映和体
现。改革开放后涌现了一批有关中国
新闻史研究的著作、资料，但“从横向
上，从地区比较角度来考察中国新闻
事业的发展变化，迄今尚无人系统进
行”。而且，大多数研究只是孤立地考
察报刊的兴衰史，没有把新闻事业与
当时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联系起来
考察，更不要说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
观照新闻学，也没有通过比较研究的
方法，探明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新闻
事业情况。 在宁树藩看来，只有通过
比较，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中国
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规律。

在借鉴了文学、哲学、政治学等
领域的比较研究后，宁树藩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做中国地区新闻史的
比较研究。这一申请被立为“九五”国
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获得“中华社
科基金” 资助课题经费 6.5 万元，是
当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学科得到资
助最多的项目。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
史》也被定位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的姐妹篇，在横断面上弥补了《通史》

的不足。 这是一项由宁树藩牵头，全
国各省市近 40位业内人士共同参与
的大工程。 宁树藩执意亲自上阵，不
挂虚名， 更是参与了该书最难的部
分———总论述， 并亲自操刀了前四
章，将 1822 年《蜜蜂华报》开始到辛
亥革命之前中国报业地区总形势的
多方面变化悉数写入其中。在很多领
域内学者眼中，这“要是没有对于中
国报刊变化的深刻把握，根本无从着
手”。 宁树藩写作的部分后来以《“辛
亥革命” 前中国报业发展的地区轨
迹》为题独立成文发表，其中可见他
的代表性观点。 例如，“维新运动”改
变了中国报刊发展的形势，报业发展
的地区性问题开始真正显露出来；再
如，“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多元报刊
结构形成，不同种类的报刊各有自己
的流向，形成地区发展轨迹，等等。宁
树藩从地方性知识着手研究报刊的
思路在文章中已经清晰可见了。为了
完成这些工作，已退休在家的宁树藩
工作密度跟上班时相差无几，上午 3

小时，中午稍事休息，下午 3小时，要
不是家人盯着， 连吃饭可能都忘了，

他的书桌上永远堆满了文献———这
可是一位已经七八十岁的老人。

在为另外两部分写总论设想时，

宁树藩已年逾九旬， 思路仍很活跃，

但身体的衰老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
的困难，手抖了，视力也退化得厉害，

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修改文稿。这部

书的副主编、宁树藩的学生秦绍德一
直保存着 1999 年 10 月至 2015 年 7

月与宁先生的通信，字里行间都是老
先生对这部书的牵挂，时而嘱咐要多
看些资料，时而提出请大家去他家讨
论问题。 2015年 7月，宁树藩的身体
已非常不好，但还是坚持着看完了打
印的书稿， 并在纸上批了几个字，字
歪歪斜斜，需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出他
又给书稿纠正了几个错字———那是
他留给项目的最后字迹。 当月末，宁
树藩因脑梗入院， 再也没有醒来，于
次年 3月辞世。 人生最后的 20几个
年头，宁树藩全部献给了这个项目。

半路出家的新
闻史学者， 故纸堆
中的史料“猎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闻圈流传
着一种说法：“北有方汉奇，南有宁树
藩。 ”方汉奇和宁树藩都是治新闻史
的大家， 与科班出身的方汉奇不同，

宁树藩其实是半路出家，年近不惑才
走入新闻史研究的领域。

1920 年， 宁树藩生于安徽青阳
一户书香门第，6 岁起跟着秀才先生
在家读书， 接受了近 10年的旧学启
蒙教育，这为他打下了严格的古文基
础。 21岁时因成绩优异保送至大学，

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外文系和中山
大学外文系， 有过这番学习经历，宁
树藩可以直接看英文资料。 此外，爱
好文学的他还常在东南各报上写稿，

毕业后教书兼编过报纸副刊。 1949

年， 宁树藩来到刚解放不久的上海，

进入华东革命大学学习。 次年，分配
到复旦大学担任教师，起先教的是中
国现代革命史。 在此期间，宁树藩扎
扎实实读了 5年马列著作，把马列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从头至尾认真梳
理了一遍。 古文、外文再加上马列主
义的学习，无意之中，宁树藩似乎在
为之后的新闻史研究储备“能量”，他
后来回忆道：“这三样东西的结合，对
我搞新闻史教学与研究都是有好处
的。 ”1955 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紧缺
从事现代新闻史方面的老师。当时的
学界认为，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中国
现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宁树藩研究现
代革命史，在与新闻系系主任王中的
一次学术交流中，给王中留下了深刻
印象。 就这样，当年秋天宁树藩就转
到了新闻系工作， 开启了他之后 60

年的新闻史教学和研究工作。刚来一
年，就写了 1.8 万字的专业论文《中
国工人阶级报刊的产生和初步发
展》，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然而随着
研究的深入，宁树藩发觉，要真正搞
好中国新闻史的研究， 须下大决心，

从头做起，要突破既往的研究范式。

“历史研究，史料为先。 ”宁树藩
特别重视治史要详细地占有第一手
资料，也常跟学生说“言必有据”，他
自己每写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每
讲一句话，都要有出处。 因此他花了
大量气力查阅报刊、整理史料，经常
埋首校内外图书馆，特别是全国收藏
报刊最丰富的徐家汇藏书楼。当年的
交通没有如今便利，从复旦大学去一
趟藏书楼单程要一个多小时，但丝毫
没有减少宁树藩去的频次，以至于他
跟藏书楼的很多管理人员成了好朋
友，三四十岁时他如此，六七十岁时
他还是如此。这其实是一项非常辛苦
的工作，且不提 100多年来中国出版
的报纸杂志的数量，光是报刊资料保
存这一块，经历过近现代史上的硝烟
战火，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不完整。 这
正是宁树藩起步做新闻史研究的难
点。 这个“起步”不单是对宁树藩个
人，整个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当时也才
开始不久， 大量基础工作尚未开展。

为了找到更多湮没于历史烟尘的新
闻史料，宁树藩经常到上海街头一个
个旧书摊上碰运气，去摊主私家旧书
报库选购，再后来，摊主发现了相关
的资料会纷纷到学校“送宝”。这样的
搜集，宁树藩坚持了几十年，复旦新
闻系资料室里的不少珍贵报刊就是
这样获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
宁树藩还走出了上海，用了近两个月
的时间到北京、南京、合肥、济南各地
作报刊史料调查，期间走访了众多有
影响的报人，加上上海所访，人物遍
及“五四”以来各个时期。

不过， 宁树藩虽讲究追根溯源，

但并不迷信前人著述，甚至是权威著
作。 有学生回忆，宁老师对经手的每
个资料都认真考证，“其辛苦程度对
没有做过新闻史研究的人来说，是难
以想象的”。 1927年出版的我国最早
的中国报刊史权威著作———戈公振
的《中国报学史》，曾是各大学新闻系
的教科书。 但限于时代和资料，这部
新闻学的“开山之作”有不少谬误，宁
树藩一字一句地读，几乎每句话都要
去确认、找到出处，与杨瑾琤、方汉
奇、 王凤超三位学者共勘误 156处，

撰写了《〈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予
以纠正。

尊 重 学 科 特
性，给新闻史研究注
入理性思考

“诚然，新闻史研究首先要弄清
新闻事业自身发展的来龙去脉，基本
史实要掌握好。 但这并不够，还需要
进一步做理性的思考，揭示蕴藏在其
中的一般规律。 ”宁树藩并不满足于
做一个史料“猎手”，也不想停留在对

史的叙述上。 他自谦“半路出家”，对
史料的熟悉程度不如科班出身的学
者，所以“更多地思考学理的东西，更
加注重规律性的东西”。 “史论结合”，

从史料中研究新闻史发展规律，是宁
树藩治新闻史的不同之处，这一特色
在他改革开放后的研究中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后“充满生机的研究空
间”让宁树藩感到无比振奋，研究也
进入了旺盛期———他在新闻学研究
领域的主要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在之
后的三十几年中产生的。那时宁树藩
已 60岁左右， 不愿墨守成规的他以
“新的头脑” 投入新时期的专业研究
活动，尤其注重研究的总体意识和对
规律性的探求。 特别是 1979年王中
重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后，新闻理论讨
论一度十分活跃，宁树藩与王中两人
常一起商谈如何改变中国新闻史研
究的沉闷状态。 王中建议把新闻史、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统一起来研究，

既可以打破以往新闻史研究的框框，

也可使三者相互促进，这与宁树藩长
久以来的研究心得不谋而合———在
研究中国近代报刊文体演进历史的
时候， 他接触了大量报刊原始材料，

总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支配和指
挥着新闻文体乃至新闻事业，让它们
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演变：消息越来
越简洁明快，且忠于事实，而谈狐说
怪、捕风捉影的“新闻”渐渐失去了市
场……宁树藩感觉到这些变化“都是
新闻的特性和本质使然”。 “一个学科
成熟的程度和它所能体现的本学科
特性的程度是一致的”， 宁树藩认为
只有尊重学科特性，才能推动中国新
闻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他目睹过新闻
史研究的 “误区”———把近代史现代
史论著中的现成结论安在新闻史的
身上，这让他感到“有点像照相馆里

程式化的布景，谁想要照相就往前边
一站，不同的顾客都可以同样地使用
它”，而“新闻史的研究不能这样贪图
省事”，在宁树藩看来，一门独立的学
科应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从长期的实
践中，他得出结论：要强化新闻史的
“本体意识”， 把握新闻史的个性，阐
明中国新闻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做出
新闻学自己的东西。

“宁老师这一辈似乎对于学科的
创制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 在学生
的眼中，宁树藩一直努力在为建立合
理科学的新闻学科开路铺石。在广读
新闻理论著作时，宁树藩发现概念模
糊、学理不清的现象随处可见，而这
种混乱状态会导致科学的新闻学体
系难以建立，于是开始着手梳理国内
的新闻理论，这在当时可谓“冷门”。

他尤为费心的是关于新闻的定义。在
宁树藩看来，科学的新闻定义“对引
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新闻观念，澄清新
闻学研究中某些混乱状况，是会起着
积极作用的”，讨论这个问题“正是为
迎接新闻理论的发展而清理基地”。

宁树藩并非特意求新，他的新或
者说他的特别之处源于他常年的独
立思考。 宁树藩的博士生、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教授陆晔的印象里，宁先生
很喜欢提问，包括给自己提问，有时
是先抛出问题， 然后切入某个现象；

有时是在述说史实过程中，概括出某
个问题，促使大家在理解上能再深入
一步。 他讲求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他
看来，报人、受众，时间、空间，评论、

新闻……许多问题都是互相依存，要
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不能割裂来
看。 “即便是个案式的研究也不是就
事论事， 而是尽量延展到各个方面，

努力写出其中的复杂性”。 黄旦在求
学期间十分受宁树藩器重，之后也曾

与宁树藩共事，他曾在回忆文章中写
道， 宁先生的文章不跟着既有定论
走，总是尽力说出自己所感所思。 文
章所展示出的思辨色彩之浓，在治报
刊史学者中是少有的，“总能直接挑
开那些我们常见而又不见的面向和
关系，给我们来一个当头棒喝”。正因
这些思考的习惯和抓根究底的态度，

即使埋首新闻史的故纸堆，宁树藩也
能产生完全不输于同时代最前沿理
论的见解。 1984年起，他发表数篇文
章力图从哲学高度探讨新闻的本质
问题， 把新闻从本质上归结为信息，

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学术观点。但在
思考这一问题时，宁树藩完全没有机
会读到信息论、控制论，他的灵感来
自那些藏在史料中的本土化例子。在
宁树藩看来，只要尊重史料、尊重事
实，一样可以在学理上与这些西方前
沿理论殊途同归。

这样的思考并不随着职业生涯
的结束而终止，1997 年宁树藩退休
了，但他仍不松懈，坐在椅子上、躺在
床上，常常在穷思苦想，有时盯着一
个问题一想就是数年， 甚至十数年，

一些独特的、具有开创性的思想正是
由此而生。 比如，2009 年做“中国革
命根据地报纸分布研究” 课题时，宁
树藩就花了大量精力调查根据地到
底出了多少报纸，为什么 400多种里
江西占了 200种。 当时他已经 89岁
了，仍然不肯停下思考和探索。

生命不息 ，探
索不已，一生将治学
当作生活习惯

宁树藩对自己的定位是“纯然一
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学生印象里
的他总是满面春风， 没有什么不如
意，没有什么不满，一副“不知愁滋
味”的模样。去翻看他的照片，几乎张
张都是笑逐颜开。这大概是因为他活
得足够简单。 身边朋友曾说他“生活
简单，看人断事也简单，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天真”， 甚至怀疑在对人特别
是学生的评判框架里，他只有两类标
准：喜欢学术的和不喜欢学术的，“不
喜欢学术的，他也不讨厌，更多的是
不理解。 在他看来，世上哪还有比看
书思考更有乐趣更美好的事情呢？ ”

宁树藩对学术的纯粹之心，即使历经
磨难也不折半分，“文革” 中后期，他
已重新启动了学习计划，钻研马克思
主义，补读原著，对马克思主义办报
思想和办报活动的研究格外用心；又
借助《鲁迅全集》及各种有关的原始
材料去较为系统地研究鲁迅的报刊
活动；复旦新闻系和历史系收藏着丰
富的关于严复的史料，对严复很有兴
趣的他又利用这段时间对严复的政
论、办报和译书活动作了研究。 晚年
回想起这段岁月，留在宁树藩心里的
不是晦暗、辛苦，而是当时渐渐体味
到的读原著、考历史、求系统这些治
学之道的重要意义。正如别人给他的
一句评价：把教书治学作为自己唯一
的生活目的而不是手段，并以此托起
整个人生。

84 岁时，宁树藩的文集出版，文
集后记里写着这位老学者对学术的
表白：情结老而弥深，总把扬帆于知
识的海洋，展翅于智慧的天空作为最
大乐趣，“此生不息，探索不已”。今年
是宁树藩诞辰 100 周年， 再读这段
话，老先生字里行间的拳拳心意依然
能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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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树藩：史论结合，为新闻史研究探寻新路径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刘力源 单颖文

宁树藩代表作一览

【晚年仍在思索新闻的定义】 【参编首本新闻史教材】

宁树藩（1920—2016），新闻史学家。 安徽青阳人。 1941 年就读于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外文系，1943 年转学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

外文系。 1950 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 1955 年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从事中国新闻史教研工作。 曾任中国新

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合著有新中国最早新闻史教材之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以及

《新闻学词典》《新闻学基础》等，担任《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多卷本）的副主编和第二卷主编、《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多卷本）主

编，2004 年出版《宁树藩文集》。

【从全世界收集史料】

宁树藩曾说， 求是是知识分

子的崇高品格，是他毕生的追求。

在新闻史研究这条路上， 宁树藩

将这句话践行到底，正如他 84 岁

时在文集后记里写的“此生不息，

探索不已”。在新闻史研究领域 60

年， 他永远保持着对新知的好奇

心 ，比较研究 、辩证的思维方式 、

从新闻史料中产生观点……半路

跨界从未给他造成局限，相反，他

本着求是的态度， 把一些新的思

路、 新的方法带入新闻史研究领

域， 用大半生的钻研为新闻学的

发展开路铺石。

【学
术
档
案
】

“此
生
不
息

探
索
不
已
”

宁树藩善于阅读英文文献，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参与国际学

术交流的新闻传播学者之一。每次出国，到当地图书馆收集资料

是他的“标准流程”，后来年龄大了不方便出国，就给朋友和学生

“布置功课”。 有次请人帮忙购得一份国内罕见的报刊微缩胶

卷，80多岁的老先生在学校图书馆的机器上看了一整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宁树藩参与编写了新中国成立后

国内高校最早的新闻史教材之一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新闻事业史》，虽然只给他分配了一章（共五章），但他足

足写了 8 万多字。 1962 年全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付印，在

学校内部使用。

宁树藩晚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苦苦思索新闻的定

义。 他住院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已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

想法，思维和说话功能都不听指挥了。 但当说到他日思夜

想的“新闻的定义”时，居然可以把平时经常念叨的那一整

套流利地脱口而出，没有任何障碍。

《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 《宁树藩文集》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任

副主编、第二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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